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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
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考古研
究显示，中国龙文化拥有八千多年的历史。2024甲辰龙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的统一
部署下，中国考古博物馆携手国内 23家考古文博单位，
举办了“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
品文物展”。该展览以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龙形象文
物，解读了古代中国龙形象及其内涵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本文重点聚焦夏商周至明清时期
龙形象的艺术特征与社会内涵，探寻“龙”是如何在历史
长河中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又如何在文明互鉴
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传播力。

夏、商、西周时期龙形象的演变

龙形象经过在新石器时代的起源与发展，到了夏、
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国早期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
特征统一的龙形象大量出现在高规格、高等级的墓葬中
和器物上。

夏时期 夏时期的龙形象主要雕刻于陶器上，或用绿
松石镶嵌于青铜器和漆木器上，其中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绿松石龙形器和龙纹铜牌饰是重要代表。夏时期的龙形
象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发展，更加抽象、图案化，造型逐渐
定型、完善，已具典型成熟龙形象特征。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
其出土的陶器盖（图1）残片上阴刻有龙纹，方头和“臣”
字目的形态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有相似之处，应
为其最直接的渊源或祖型。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约 3800~3500年，被普遍
认为是夏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形器（图2）
出土于 2002ⅤM3，该墓是二里头文化早期目前已知规
格最高的贵族墓葬。这件龙形器被放置于墓主的身上，
呈拥揽状态。在田野考古发现之后，采用套箱整体起
取，历经两年的实验室清理，揭露出龙形器的完整面
貌。全器由 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原应粘嵌在某种
有机物上。龙身长 64.5厘米，中部最宽处 4厘米，巨头蜷
尾。龙头置于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为扁
圆形巨首，吻部略凸出。以三节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
脊和鼻梁。眼睛为梭形。眼眶内嵌绿松石片，以顶面弧
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
尖内蜷。绿松石片象征鳞纹，遍布全身。龙尾端 3.6厘米
处，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
间有红色漆痕相连。在龙身中部有一件铜铃，铜铃内有
玉质铃舌。《诗经》中记载宗庙祭祀时，有“龙旂阳阳，和
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旂”与“和铃”并举，同该
墓龙形器、铜铃共存的情况相吻合，因此龙形器有可能
是夏代旌旗上装饰的升龙形象。墓主人应是供职于王
朝的巫师，其所佩龙旌具有引领亡灵升天的宗教意义。
总之，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
之大，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十分罕见，是夏时期最具
代表性的龙形象文物。

商时期 商时期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青铜器
上的纹饰丰富多彩，龙纹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商
时期龙纹在造型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夔龙纹、蟠龙
纹等多种形式。夔龙纹为侧面形象，一足或无足，以卷曲
的线条和凌厉的角、目为特征，给人以威严神秘之感。蟠
龙纹则呈卷曲盘旋状，身体上常饰有云雷纹等装饰元素，
仿佛在青铜器表面游动。商时期青铜器上龙纹的大量出
现，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另一方面也
表明龙在商时期社会中的地位更加重要。龙纹在青铜器
上的广泛应用，应与商时期的宗教祭祀和政治统治密切
相关。商王可能认为自己与龙有着特殊的联系，通过在祭
祀等礼仪场合使用的青铜器上装饰龙纹，来彰显其统治
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玉龙是商时期龙形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商时期玉
龙的形制多样，有圆雕玉龙、片状两面雕玉龙、璜形玉龙、
玦形玉龙、珠状玉龙等。妇好墓出土的半圆雕玉龙（图
3），形制为首尾相对的勾卷状，吻部呈扁状前凸，头部呈
扁平状，有双立耳，整体造型与新石器时代的玦形玉龙存
在相似之处，体现龙形象与龙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龙纹在继承商时期风格的基础
上又有了新的变化。龙纹是西周玉器上的重要装饰题材，
西周时期龙纹玉器多为片状，作为佩饰的组成部分，在仪
式场合穿戴佩挂。其中精美者如人龙合体纹饰佩（图4），
利用圆弧曲线和琢磨成坡面的斜刀技巧，形成华丽流畅
的视觉效果。人与龙相融合的主题，其用意在于表达人龙
合一的神性。

西周时期的龙纹整体上更加规整、细腻，线条更加流
畅，造型上也更趋于图案化。与商时期龙纹相比，西周时
期龙纹的神秘色彩略有减弱，而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秩序
感和规范性。这一变化可能与西周时期用玉观念的转变
有关，商时期玉器主要用以表达宗教神权，而西周时期玉
器则转变为阶级身份的象征。西周时期的龙纹反映了人
们对社会秩序和礼仪规范的重视，龙形象的应用成为这
种秩序和规范在艺术领域的象征之一。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龙形象的新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龙的造型逐渐稳定，
身躯多蜿蜒曲折，四足和尾部渐渐明晰，灵动矫健。龙与
其他动物和植物纹样相融合，形成舞凤飞龙纹、龙凤虎纹
等绚丽多彩的图案，具有浪漫主义美学风格，龙的神圣属
性也得到彰显。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器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峰，龙形玉佩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这些龙形玉佩造型各
异，有的呈回首状，有的呈腾飞状，线条流畅优美，工艺精
湛绝伦。龙的身体上常常雕刻有谷纹、涡纹等来表现鳞
片，使龙的形象更加华丽。龙形玉佩在这一时期不仅是一
种装饰品，其在造型和风格上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这一时
期地域文化的繁荣和多元。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出
土有一件人执龙形玉佩（图5），两侧为相向而立的双龙，
龙背上各站立一鸟，为楚地流行的龙的形象；中间的一人
着紧袖长袍，袍上饰二方连续间隔长方形网纹，为中山国
北狄服饰。因此这件玉佩有可能是由楚国玉工制作，但受
到中山国玉文化的影响。

此时的龙还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带人群的喜爱。内蒙
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出土有一件金冠饰（图6），是游

牧部落首领的饰物。冠饰由冠顶和冠带组成，冠顶浮雕有
四狼吃羊的图案，中央为立鹰；冠带装饰有卧羊、卧马和
龙，龙首似狼似虎，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风格。

秦汉时期 在秦汉大一统王朝时期，龙的象征意义更
加丰富和明确。自秦汉开始，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秦始
皇嬴政自称为“祖龙”，汉高祖刘邦被称为“赤帝子”。这一
时期龙的形象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更加生动多变，增加
了髯和肘鬃，发展出了龙翼，更显威武。徐州狮子山汉墓
出土有多件龙形玉佩，基本延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龙身

虬曲，龙首雕刻精致。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漆器、丝
绸等都大量运用了龙的形象，往往与云气、仙人等元素结
合在一起，乘龙升天等题材普遍流行，体现了汉代人对神
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四神”概念在汉代也已定型，“苍龙连蜷于左，
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成为定制。
汉长安城发现有多件四神瓦当，其中青龙瓦当（图7）的
龙形态呈奔走状，矫健有力。云南罗平汉墓出土的博局纹
铜镜（图8）也饰有“四神”，并搭配羽人、凤鸟等纹饰，反
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龙形象昂扬奔放，生动自由，气势磅礴，
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魏晋至隋唐时期龙形象的多元融汇

魏晋南北朝时期，龙的形象在整体上与汉代有着诸
多相似之处，亦呈现出魏晋风度。北方的龙矫健敦实、蕴
含张力，南方的龙丰盈修长、飘逸如仙。龙翼多呈飘动的
火焰状，或称之为“肘鬃膊焰”，常常表现出一种腾飞而起
的姿态。

尽管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多元的思想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为龙的形象加入了
新的因素。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出土一件金龙形
项饰（图9），龙身用金丝编缀成绞索式，缀有两盾、两戟
和一钺，两端各有一金片卷制的龙头，龙角以金丝缠绕。
这件形似璎珞的项饰即为“五兵佩”，在魏晋时期流行，

《晋书·五行志》说：“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
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这件项饰混合了
斯基泰、犍陀罗等诸种工艺手法，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相
互交融的历史风貌。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龙的姿态也愈发
奔放雄健，气韵生动。这一时期以行龙最为常见，或走
或坐或飞，动静之中蕴含着力量和刚健，充分体现出盛
世气象。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联珠
纹等外来文化元素与龙的主题相结合，达到了新的艺
术高度。

河南偃师杏园唐墓中出土的三彩龙柄壶（图10）盛
行于初唐和盛唐时期，多见于西安和洛阳地区。龙形柄
细长，龙嘴衔于壶口，线条优美流畅，一方面承袭了西
晋以后鸡首壶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罗马和波斯
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多种文化因素的交融和互鉴。金质
龙纹马鞍饰出土于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
墓。器身上捶揲有多种动植物纹样，其中右侧的主体纹
样为一立龙，龙身修长，龙首昂起，口吐云气。2018血渭
一号墓的墓主可能是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这件精
美的马鞍饰既是吐谷浑王陵的等级标志，也是丝绸之
路青海道的历史见证。

宋元明清时期龙形象的广泛传播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个发展高峰，龙的形
态在此时基本定型。南宋《尔雅翼》记载，龙“有三停九似
之说，谓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者，角
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
掌似虎，耳似牛”，即为后世常见的龙的形象。宋代的龙纹
洗练洒脱，刻画细腻，常穿插于祥云、海浪、花草之间，上
下翻腾，富于变化，与当时的审美意趣相契合。南宋陈容
的《九龙图》将九条姿态各异的龙绘于险山云雾、巨浪潮
水中，遨游追逐，或隐或现。其精湛多变的笔法、错落有致
的构图、生动传神的情态刻画将这一时期龙的特点表现
得淋漓尽致，成为后世的典范。河南洛阳宋园遗址出土有
一件陶龙形脊饰（图11），细长纤秀，形象华丽，是高等级
建筑的象征。辽、金、西夏则基本沿用唐代龙的形象。内蒙
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的耶律羽之墓出土有一件鎏金盘龙
镜（图12），龙身雄健有力，既是墓主贵族身份的象征，亦
是辽承唐风的体现。

元代的龙纹与宋代较为相似，身形较细长，原来长着
象征性羽翼的位置，已被宛曲多叉的火焰纹替代，有的龙
尾添上尾鳍，风格简洁古朴。元代的龙纹应用广泛，尤其在
瓷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以青花瓷器为代表，其上
绘制的龙纹色彩鲜艳丰富，层次分明，生动传神。内蒙古赤
峰市林西县发现的青花龙纹高足杯和青花龙纹盘，细颈三
爪，身形流畅，鳞片细腻，与周围的草叶纹、缠枝纹、云纹相
得益彰，使画面更为丰富。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有一件白
地黑花龙凤纹瓷扁壶（图13），白地黑花是宋元时期北方
地区流行的瓷器品种，扁壶的造型又兼具草原民族特征。
此时龙的等级含义也被进一步加强，元代的统治者对龙的
使用进行了限制，双角五爪的龙成为皇权的象征。

至明清时期，龙形象广泛应用于建筑、陶瓷、刺绣等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明代编撰了“龙生九子”的故事，为
早已存在的各类龙形神兽正名并赋予其龙种的身份，丰
富了龙文化的内涵。至明代中晚期，出现了正面脸的正龙
纹，成为皇家御用的图案。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
文化符号和政治象征，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反映了社
会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清代继续沿用这种徽章式的
正龙纹，繁缛华贵、精巧富丽的五爪金龙被装饰在龙袍、
龙椅、龙床上，作为皇权的象征，代表着权力和威严。在民
间，龙文化也深入人心，各种与龙有关的民俗丰富多彩，
舞龙灯、赛龙舟等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成为人们庆祝节
日、祈求吉祥的重要方式，流传至今。

综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历经八千年岁月洗
礼，始终在传承与创新中彰显着民族精神的深层特质。
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雏形刻划，到明清正面脸的正
龙纹，龙的形象始终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轨
迹深度交织——它既是早期宗教祭祀中沟通天地的灵
物，也是商周礼制中等级秩序的象征，更是秦汉以降皇
权合法性的文化符号。如今，龙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既体现在穿越数千年的历史文物中，也活跃
于当下民间活动中，更升华为团结凝聚、锐意进取的中
华民族精神象征。2024年“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
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的举办，以考古实证勾勒
出龙形象的发展与演变脉络，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连续
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生动诠释，更向
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

（执笔：刘国祥 陈春婷 赵思旻 黄一哲 陈昊雯
岳天懿 贾明浩）

近几十年来，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
遗存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爆发式增长，覆盖区
域遍及中国各地，尤其是在东北、华北、华南
等地区涌现的新发现有力推动了相关的研
究和讨论。在此背景下，有关旧新石器过渡
时期的考古研究在多个领域全面开花，引发
各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拟以华南地区
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的考古新发现——中山
遗址为例，从动物考古角度探讨古人类开发
和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及策略，归纳适用于
该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

中山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田东县布兵村，是华南布兵盆地一处重要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
活动遗址。相关单位于2007年、2014年、2019
年三度联合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地层堆积包
含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共2个
时期的文化层。在堆积区中发现动物骨骼 1
万余件以及少量人类牙齿化石和千余件石
制品。经测定年代在14523~8327cal.BP之间。
这是布兵盆地唯一同时保存旧石器时代晚
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动物遗存和人工制品
的遗址。

构建遗址的年代框架

精确年代序列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华南
地区古人类遗址研究的瓶颈。目前，运用
AMS14C、光释光、铀系三种测年方法对前
期发掘过程中已采集的炭屑、土样和动物牙
齿等测年样品进行年代测试。结果显示，第3
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在14523~14115
和 11407~11193cal.BP 之间，第 2 层（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年代在 10447~10256 和 8590~
8427cal.BP 之间，以此建立起中山遗址精确
的年代框架。中山遗址的年代跨越末次盛冰
期、博令-阿勒罗德（B/A）暖期、新仙女木和
82 千年等古气候事件和发展阶段，频繁的
气候波动会对古人类的生存带来影响。

采集动物遗存详细信息

此前布兵盆地的动物遗存研究仅关注
哺乳动物，且多停留在对牙齿的鉴定上。中
山遗址中，鉴定出土动物遗存共6纲11目28
科 39 个属种，包括腹足纲、辐鳍鱼纲、甲壳
纲、爬行纲、鸟纲、哺乳动物纲。同时建立标
本数据库进行数量统计、尺寸测量、牙齿磨
耗和性别观察，确定各动物种属的可鉴定标
本数（NISP）和最小个体数（MNI）。各种动物
中，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量最多，其中以
野猪、梅花鹿、麂、麝、猕猴、中华竹鼠为主要
动物。软体动物数量居次，鸟类数量最少。根
据动物群归纳不同动物的生境特征，进行动
物群生态多样性评估，可知中山遗址所在地
应属于亚热带生态系统，且周围存在大面积
水体，生态环境较为优越，为人类的生产、生
活活动提供必要的动植物资源。

提取碎骨埋藏学信息

骨骼表面痕迹是重建遗址埋藏过程和人类利用动物行为的重要信
息来源。利用低倍和高倍相结合的微痕分析方法提取骨骼表面痕迹信
息，确认人类是将动物骨骼带入遗址的最原始动因。中山遗址中，动物骨
骼表面出现切割、砍砸、打击、烧烤等多种人工痕迹，说明古人类对猎物
存在屠宰、肢解和剔肉等肉食消费行为。在多件鹿类掌/跖骨上发现整齐
的打击痕迹，方向基本一致，可以确定古人类打击的目的是分解和截取
骨料。同时，风化作用、啮齿类、食肉类动物啃咬亦对遗址内动物骨骼存
在一定的影响。风化作用的分析结果表明，多数骨骼遗弃后被迅速掩埋，
仅小部分骨骼暴露在地表一段时间后才被埋藏起来。

骨骼单元分布是研究遗址埋藏环境、动物骨骼组合成因以及人
类处理猎物策略的重要方法。对中山遗址骨骼单元出现频率进行量
化统计，结果表明埋藏作用对骨骼单元影响有限，碎骨的出现以及
骨骼单元的保存情况受其他作用影响较小，主要是由古人类行为造
成的。碎骨中长骨破碎率极高，形态多为两端关节骨骺处或中段骨
干碎片，且断口呈螺旋状，偶见砍砸痕迹，应与古人类敲骨吸髓行为
有关。结合出土的大量石制品，中山遗址古人类利用工具对猎物开
展了较为完整的资源开发策略，包括屠宰、肢解、剔肉和骨髓提取
等，表明古人类在此地生活过一段时间。遗址内并未发现陶制品，它
与骨脂深度开发联系密切，故尚无证据证实古人类对骨骼油脂存在
炼取行为。

复原中山遗址古人类生存策略

中山遗址古人类的主要肉食资源来自大中型偶蹄目动物，如野
猪、水鹿、梅花鹿、牛。这类动物在各层位分布较均匀，说明古人类的狩
猎对象随着时间推移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结合骨骼单元分布的研究结
果，偶蹄动物的骨骼单元缺失度不高，说明古人类会在遗址中对动物
进行整体消费。一部分偶蹄动物肢梢骨具有较高破碎度，骨骺未愈
合，表明遗址内包含一部分未成年动物个体，古人类会将幼年个体作
为猎杀对象。次要肉食资源来自麂、猕猴、鼠、软体动物、环颈雉、龟鳖、
鱼等中小型动物，它们体型较小，出肉量不高，可作为补充肉食消费对
象。可见中山遗址古人类能够通过狩猎及渔猎行为获取足够的肉食资
源，对附近的野生动物进行广泛猎杀并肢解食用，食物结构复杂。

在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狩猎采集者的生存方式可能因气候波动或
人口增长而发生重要变化，向广谱化或资源强化方向发展。中国北方
地区的遗址清晰记录了这一转变，如于家沟遗址古人采取了动物资源
强化利用策略，水洞沟第12地点古人对动物资源进行了广谱性开发利
用，东胡林和柿子滩遗址也都发现了疑似动物资源强化利用的证据。
而在中国南方，因为动物资源和植被资源丰富，其生存策略呈现明显
的本地化特征。中山遗址中，古人类对小型动物和水生动物进行广泛
开发和利用，能够捕获较难捕捉的麝、猴和雉，说明古人类已经掌握一
定的狩猎工具和技术。幼年偶蹄动物的出现为肉食资源增加了新的对
象。磨制石器和石片工具与小型动物捕猎、食物来源改变也有明显联
系。一系列证据说明该地生存方式已经呈现一定的广谱化，并具备渔
猎特色。

利用旧石器时代动物考古学研究方法结合传统动物考古分析，可
以深入探究动物骨骼埋藏过程、人类消费猎物方式、动物资源深度开
发等问题，阐释古人类的技术行为、生存方式和开发资源的能力。在中
山遗址的这次系统尝试对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提供了参考，
对探讨华南地区史前生态环境演变与人类生存行为适应过程具有重
要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旧新石器过渡时期广西中山遗
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24XKG001）相关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师
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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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实证中国八千年龙文化
——夏商周至明清时期龙形象的发展与演变

中国考古博物馆

▲ 图 1 河南
新密新砦遗址出土
刻纹陶器盖残片

▲ 图2 河南偃师
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
石龙形器

▲ 图3 河南安阳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龙 ▲ 图4 陕西长安

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
龙人物形佩饰

▲ 图5 湖北荆州院墙湾
一号楚墓出土人执龙形玉佩

▲ 图6 内蒙古
杭锦旗阿鲁柴登墓葬
出土鹰顶金冠饰

▲ 图7 陕西汉长安城
南郊出土青龙纹瓦当

▲ 图8 云南罗平圭山
墓地出土四神博局镜

▲ 图12 内蒙古赤峰阿鲁科
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鎏金盘龙镜

▲ 图10 河南偃师
杏园唐墓出土三彩龙柄壶

▲ 图13 北京元大都
遗址出土白地黑花龙凤纹瓷
扁壶

▲ 图11 河南
洛阳东城宋园遗址
出土陶龙形脊饰

▲ 图9 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遗址出土金龙形项饰


